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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十年来，土壤加速酸化对我国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土壤酸化调控对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以及保护生态

环境有重要意义。土壤碳循环在全球碳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也和土壤酸化过程与调控有密切联系。

本文详细综述了土壤呼吸、根系分泌有机物、土壤碳酸盐反应和有机质的累积和转化等碳循环过程在土壤酸化中的作用，总结了畜

禽粪便、壳聚糖等有机物料对土壤酸化的阻控和对土壤酸度的改良作用，探讨了土壤有机质等对土壤酸化过程中铝活化的抑制作用。

本综述可为土壤酸化机制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为治理土壤酸化的有机调控技术的研发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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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Carbon Cycle in Soil Acidification and Its In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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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s, accelerated soil acidification has caused serious harm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system in China. The inhibition of soil acidifi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crop yield and quality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Soil carbon cycl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is closely related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to 

soil acidification and its inhibition. In this paper, the roles of carbon cycle processes such as soil respiration, root secretion of 

organic matter, soil carbonate reactions, and accumu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c matter in soil acidification were 

reviewed in detail. The inhibition of organic materials such as animal manure and chitosan on soil acidification and the 

amelioration of soil acidity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inhibition of soil organic matter on aluminum mobilization in soil 

acidification were discussed. This review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soil acidification mechanism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oil acidity amelioration by organic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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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碳是陆地生态系统土壤肥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土壤结构的组成部分，可以防止土壤退化、

荒漠化、侵蚀和养分淋失。土壤是地球第二大碳库，

其碳储存量甚至大于生物圈和大气碳库的总和[1]。土

壤碳库在全球碳循环中起着重要的碳源、碳汇作用，

具有巨大的固碳潜力，其微小变化都会对全球碳平衡

以及全球气候变化产生极大影响。土壤碳有两种形

式：土壤有机碳(SOC)和无机碳(SIC)[2-4]。土壤中有

机碳含量大约为 2 000 Pg[5]。土壤有机碳库的巨大规

模和潜在的长期封存使它成为全球碳循环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最重要、最活跃的碳库。

有机碳产生和降解过程可以显著影响 CO2 的封存或

释放，从而直接影响短期气候调节，并为减缓持续的

气候变化提供潜在途径[6]。同时，土壤有机碳在维持

生态系统功能和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植物

和土壤生物的重要养分和能量来源[7]。土壤有机碳循

环是有机碳进入土壤并在土壤生物(微生物和动物)

参与下分解和转化的过程。土壤有机碳的来源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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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植物和动物残体，这些有机物在土壤中分解和转化

并最终形成土壤腐殖质，另外，还包括微生物及其各

级代谢产物、植物根系分泌物等[6]。土壤是大气 CO2

的重要汇和源，是碳捕获和储存的主要调节器之一，

并在全球碳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8]。在干旱地区，由

于土壤湿度低、植被少、盐分高、微生物活性低，土

壤无机碳积累较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9]。 

健康和肥沃的土壤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保

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10-11]。土壤酸度是制约耕地产

能提升的障碍因素之一，耕地持续酸化对农业生产和

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12]。耕地酸化是由含碳、氮

和硫的化合物在土壤中的转化引发[13]。我国酸性土

壤面积仍在不断扩大，20 世纪 80 年代强酸性土壤

(pH<5.5)的面积约为 1.69 亿亩(15 亩=1 hm2)，21 世纪

初已增加到 2.26 亿亩[14]。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

纪初，我国农田土壤 pH 平均下降了 0.5 个单位[15]。

土壤酸化本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自然过程[14]。然而，近

几十年来，由于人为活动的影响使得土壤酸化的进程大

大加速，尤其是农田土壤铵态氮肥的过量施用[16-17]，导

致铵态氮肥的大量剩余，这些铵态氮通过土壤微生物

介导的硝化反应生成大量 H+，加速土壤酸化[18]。铵

态氮肥的过量施用还会导致硝化作用的产物硝酸根

增加，硝酸根和盐基离子的耦合迁移淋失也是导致土

壤酸化的一个重要因素[19]。35 年长期定位施肥试验

的结果表明，不施肥处理的土壤 pH 为 5.08，单施尿

素处理的土壤 pH 降低至 4.19，其他施无机氮肥处理

的土壤 pH 也显著降低(pH 4.24 ~ 4.78)[20]。1988—

2013 年 25 年间，我国南方水稻土 pH 平均下降 0.59

个单位，化学氮肥过量施用也是导致水稻土加速酸化

的主要原因[21]。另外，酸雨问题也使土壤酸化形势

更加严峻[22]。H+浓度升高会使土壤 pH 降低，土壤中

铝、锰和其他重金属活性增加。其中铝对作物根系的

毒害作用是酸性土壤中最常见的危害，重金属的活化

也会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另一方面，土壤酸化

过程中 H+ 会通过离子交换作用加速土壤表面交换位

上的盐基阳离子(Ca2+、Mg2+、K+、Na+)淋失。这一

过程产生大量交换性氢，这些交换性氢极不稳定会进

一步转化为交换性铝[23]。此时，土壤固相铝被活化

进入土壤阳离子交换位和土壤溶液成为活性铝。酸性

条件下磷会与铁、铝形成沉淀而使磷的有效性大大降

低，从而导致酸性土壤钙、镁和磷等必需营养元素的

缺乏[24-25]。 

根据土壤类型和酸化程度的不同，可采用不同的

方法来调控土壤酸化。施用石灰、有机物料、生物质

炭以及种植耐铝的作物品种是治理土壤酸化的常用

方法[26]。改良土壤酸度的机理主要是通过改良剂提

高土壤 pH，减缓土壤酸化的主要机制是减少质子源

和提升土壤 pH 缓冲容量。通过抑制土壤酸化过程中

铝的活化，可以减轻铝毒危害，提高作物产量。其中

施用有机物料、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在减缓土壤酸

化和抑制固相铝活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碳循环在土壤酸化及减缓土壤酸化中均发挥作

用，虽然国内外对碳循环与土壤酸化和调控的关系已

开展较多研究，但缺少系统和全面的总结，本文综述

了碳循环在土壤酸化与调控中的作用，可为碳循环及

土壤酸化机制的深入研究、土壤酸化调控措施的拟定

等提供重要参考，为研发阻控土壤酸化和铝活化的有

机调控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1  碳循环在土壤酸化中的作用 

1.1  土壤呼吸在土壤酸化中的作用 

土壤 pH 是决定土壤稳定性的最重要的指标[21]。

当土壤 pH≥6 时，CO2 溶于水形成 H2CO3，其离解

产生的质子会引起土壤中碳酸盐的消耗而导致盐基

阳离子释放和流失[27-28]。由于 H2CO3 在室温下具有

较大的离解常数(pKa1 = 3.76)，在土壤 CO2 分压升高

时，它可以作为一种较强的无机酸酸化土壤[4]。空气

中 CO2 的平均分压为 0.000 3 大气压(0.03%)。由于微

生物的活动，土壤空气中 CO2 浓度远大于 0.03%。农

田耕作层土壤空气中 CO2 浓度值从冬天的 0.1% 变

化到夏天的 0.5%；在草被下和施用农家肥的土壤中，

夏天峰值期 CO2 浓度可达 1.5% ~ 2.2%。土壤空气中

CO2 含量为大气中的 3 倍 ~ 70 倍，对土壤 pH 产生

影响。由于 H2CO3 为弱酸，对土壤酸化的促进作用

主要发生在弱碱性和中性土壤中。 

土壤呼吸是指土壤中的植物根系，食碎屑动物、

真菌和细菌等进行新陈代谢活动，消耗有机物，产生

CO2 的过程[29]。土壤呼吸是生态系统与大气之间的第

二大碳通量[30]。土壤呼吸可分为异养呼吸和自养呼

吸，分别为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和植物根系、凋落物的

分解[29]。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呼吸作用都会产生 CO2，

CO2 浓度升高会使其在水中的溶解度增大，从而使土

壤或地下水 pH 降低，导致土壤和地下水的酸化。土

壤呼吸作用包括 3 个生物学过程(植物根呼吸、土壤

微生物呼吸和土壤动物呼吸)和一个非生物学过程

(含碳有机物质的化学氧化)。研究表明土壤呼吸释放

的 CO2 中 30% ~ 50% 来自根呼吸或自养呼吸，其余

部分主要来自土壤微生物对有机质的分解作用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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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呼吸作用[31]。 

土壤酸化对土壤呼吸也会产生影响。一方面，

土壤酸化过程中，pH 不断降低，其对微生物群落

结构会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会降低土壤呼吸的强

度。另一方面，土壤酸化过程中土壤中盐基阳离子

会不断被淋失，交换性氢和交换性铝不断增加。土

壤酸化产生的 Al3+ 对植物根系有很强的毒害作

用，这也会使植物根系的呼吸作用受到抑制。 

1.2  植物根系分泌有机酸在土壤酸化中的作用 

植物在生长过程中通过根，尤其细根，向土壤输

入一系列化合物，这些化合物被称为根系分泌物。根

系分泌有机物是根系正常、积极的生理现象，是根系

固有的生理功能，是植物长期适应外界环境而形成的

适应机制。根系分泌物的存在显著影响根际土壤的物

理和化学性质[32-33]。植物通过向土壤释放根系分泌物

积极调节根际环境，使根/土界面成为陆地生态系统

中最具活力的界面之一，成为植物–土壤–微生物相互

作用和物质循环的热点区域[32]，在陆地生态系统的

物质循环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为了研究

方便，根据根系分泌物的分子质量大小将其大致分为

三类：低分子量化合物、高分子量化合物和离子。低

分子量根系分泌物主要由糖、脂肪酸、氨基酸、苯酚

等组成。高分子量根系分泌物主要来自黏液和细胞外

酶，其中黏液由多糖和多醛酸组成。离子主要是用来

保持植物体内电荷平衡的 H+ 和 OH– [34-35]。植物根系

分泌物在土壤溶液中的浓度虽然较低，但在植物生长

过程中会持续释放，其是全球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

分。根系分泌物是地下碳输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每

年光合作用产量的 5% ~ 21%[36]。根系分泌的 H+ 和

有机酸是土壤酸化的致酸源。 

土壤酸化过程中由于 H/Al 转化导致固相铝活化

并产生较多的活性铝，而这些活性铝对植物的根系有

较强的毒害作用。植物根系附近的土壤称为根际土

壤，植物根系分泌的有机酸或质子会使根际土壤 pH

降低，加速了根际土壤的酸化，促进土壤黏土矿物的

风化和 Fe/Al 氧化物的溶解[35]。另一方面，当植物遭

受酸性土壤铝胁迫时，根系释放有机酸是一些植物抵

抗铝毒害的主要机制[37-38]。根系分泌物中的低分子量

有机酸如苹果酸、柠檬酸、丙二酸和草酸等，在通常

的土壤 pH 条件下主要以有机酸阴离子形式存在[39]。

这些有机酸阴离子在根际与铝发生螯合作用，减少了

进入植物根系细胞铝的数量，降低了铝的毒性[40-41]。

Jorge 和 Arruda[42]的研究表明，酸性条件下 Al3+ 诱导

玉米根系分泌苹果酸、柠檬酸和草酸等，这些有机酸

与铝发生络合作用使 Al3+ 的毒性降低，使玉米根尖

细胞对 Al3+ 的吸收减少，缓解 Al3+ 对植物根系的毒

害。在这些有机酸中，柠檬酸和草酸与 Al3+ 络合能

力最强[43]。 

研究发现，某些植物根系释放的特定分泌物对硝

化反应有抑制作用[44]。铵态氮肥的硝化作用产生质

子是加速农田土壤酸化的主要原因，故这种特定根系

分泌物对土壤酸化的进程也会产生阻控作用。这种特

定的根系分泌物即生物硝化抑制剂(BNIs)。BNIs 可

以选择性地抑制硝化微生物的活性，从而抑制土壤中

铵态氮转化为硝酸盐的反应速率。目前分别从短柄

菊、高粱、水稻和小麦根系分泌物中发现了 5种 BINs。

但对于 BNIs 的释放部位和释放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35,44]。 

1.3  碳酸盐在土壤酸化中的作用 
土壤碳酸盐占陆地碳库的 1/4 以上，这部分碳被

认为是相对稳定的[45]。土壤碳酸盐(主要为 CaCO3)

在距地表 1 m 土层中约含 750 Gt 碳，在 2 m 土层中

碳含量超过 2 300 Gt，几乎与有机碳储量相当[46]。碳

酸盐主要存在于中性和碱性土壤中。当土壤中含有碳

酸盐时，进入土壤的 H+ 首先与碳酸盐发生反应[47]；

当土壤 pH<6.2 时[48]，土壤中碳酸盐消耗殆尽，此时

H+ 主要消耗于层状硅酸盐矿物的风化和与盐基阳离

子发生离子交换反应。可见，土壤碳酸盐在减缓土

壤酸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碳酸盐对酸有很强的缓

冲能力： 

CaCO3+2H+=Ca2++H2O+CO2 
然而，过去短短几十年内，氮肥的不合理施用

对土壤酸化的加速作用使表层土碳酸盐含量显著

降低 [45]。英国洛桑试验站的长期定位研究表明，连

续施化肥 80 ~ 90 年会耗尽表层土壤碳酸盐[49]。Raza

等[27]的研究表明，在过去 40 年里，中国 700 万 hm2

农田土壤已耗尽碳酸盐，到 2100 年，另有 3 000 万 hm2

农田土壤也将耗尽碳酸盐。这不仅使土壤无机碳库减

小，而且使土壤对酸的缓冲能力显著降低。最近

Huang 等[50]发表在 Science 上的研究结果表明，未来

30 年，氮肥施用引起的土壤酸化将使全球土壤无机

碳(0.3 m 土层)减少 230 亿吨，且对中国和印度的影

响最为严重。 

土壤碳酸盐对土壤酸化的抑制作用与施用石灰类

似。施用石灰是目前常用的改良酸性土壤的方法[46]。

石灰在改良土壤酸度的同时，也提高了部分土壤养分

的有效性，改善了土壤物理化学性质和生物学特性，

并能降低酸性污染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51]。在酸性

土壤上施用石灰的主要作用是消除 H+、Al3+ 和 M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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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毒性，并提供 Ca2+、Mg2+ 等盐基阳离子。还能提

高钼和磷对作物的有效性，故增加了根系活力和养分

吸收。施用石灰使土壤 pH 增加，土壤负电荷增多，

从而对阳离子养分的保持能力也有所增强[51]。除此

之外，酸性土壤 pH 提高后土壤微生物活性也将增加，

微生物的生态功能增强[51-52]。 

1.4  土壤有机质累积和转化在土壤酸化中的作用 

土壤有机碳对提高土壤肥力和减缓全球变暖有

重要意义[53-56]。农田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增加主要归因

于有机肥、生物质炭和秸秆等物料的输入，然而，最

近的研究发现土壤酸化也是土壤有机碳累积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56]。土壤酸化过程中，pH 的降低导致土

壤微生物活性降低，从而减缓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和矿

化作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累积。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土壤肥力

和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有着重要影响。腐殖质

占土壤有机质的 85% ~ 90%，常与土壤矿物形成有机

无机复合体，是改良土壤、改善土壤结构和供给养分的

重要物质，也是土壤肥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 

进入土壤中的有机物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进行着

复杂的转化过程，其中包括矿质化和腐殖化 2 个方

面。微生物分解有机质释放 CO2 和无机物的过程称

为矿化过程，这一过程也是有机物中养分释放的过

程。土壤有机质的矿化过程主要涉及有机碳和有机氮

的矿化。有机碳的矿化是土壤呼吸作用的一种，前文

已作介绍。有机碳矿化产生的 CO2 促进了中性和碱

性土壤的酸化。土壤有机氮的矿化过程首先产生铵态

氮，该过程消耗质子，对土壤酸化有缓解作用，但随

后铵态氮的硝化过程产生质子。有机氮矿化对土壤酸

化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主要决定于上述 2 个过程对质

子产消的相对贡献。 

另外，有机质含较多弱酸性官能团，其离解产生

的有机阴离子能够吸附大量盐基离子，增加土壤酸缓

冲性能[57]；另一方面，有机质中的有机阴离子具有

较强的络和能力，能与强酸性土壤中的活性 Al3+ 形成

稳定络合物，降低 Al3+ 浓度及其毒性[58-59]。有机质自

身的特性对活性铝的吸附有很大影响，腐殖质的含量和

芳构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其对活性铝的吸附[58]。 

2  有机物料对土壤酸度的改良作用 

2.1  秸秆等农业有机废弃物对土壤酸度的改良作用 

世界各国每年都产生大量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

弃物[60]。由于农作物秸秆含有一定量的碱性物质和

丰富的盐基阳离子，可作为土壤酸度的改良剂[61-65]。

利用农作物残留物和树木凋落物改良酸性土壤已经

得到广泛研究[66-70]。由于植物生长过程中从土壤中吸

收盐基养分阳离子(如 Ca2+、Mg2+ 和 K+ 等)的数量多

于无机阴离子，为了保持植物体内电荷平衡，植物会

通过根系向土壤分泌 H+，并在体内合成有机阴离子，

导致土壤 pH 降低，而植物体内积累了一定量的碱性

物质(有机阴离子)。植物体积累的碱性物质可以用灰

化碱来表征[71]。Wang 等[72]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豆

科作物在生长过程中比禾本科作物吸收了更多的盐

基阳离子，故豆科作物秸秆碱含量更高。然而，豆科

作物秸秆中氮含量也比非豆科作物高，向酸性土壤中

施用豆科作物秸秆后，由于有机氮的矿化和随后的硝

化作用会释放 H+，抵消了其本身的部分碱化效应。

因此，豆科秸秆施用于酸性土壤时可以选择与硝化抑

制剂配合施用从而更好地发挥豆科作物秸秆改良酸

性土壤的作用[73]。Pan 等[64]利用农作物秸秆制作腐解

产物研究其对红壤酸度的改良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豌豆秸秆的腐解产物对红壤的酸度改良作用最好，其

次是花生秸秆的腐解产物，两者改良红壤酸度的效果

均优于稻草和油菜秸秆腐解产物。 

之前的研究表明，施用植物残体后土壤 pH 会有

不同的反应，如 pH 升高[70]、pH 降低[74-75]或 pH 先升

高后降低[61,68,72,76]。这主要与土壤初始 pH 有关，对

于中性和碱性土壤，施用秸秆或秸秆还田会降低土壤

pH[77]，加速土壤酸化，秸秆分解过程中产生的有机

酸及 CO2 溶解产生的碳酸是这类土壤酸化的质子源，

但这些弱酸对酸性土壤的酸化作用非常有限。对于初

始 pH 不同的酸性土壤，施用秸秆的数量和质量决定

了土壤 pH变化的方向和程度[78]。秸秆施用于土壤后，

决定土壤 pH 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植物残体分解释放

碱性物质的数量、净氮矿化和随后的硝化反应，故最

终土壤 pH 由以上过程的相对贡献决定[76,79-80]。因此，

根据酸性土壤的特性选择合适的植物材料可更好地

发挥其对土壤酸度的改良作用。 

施用农作物秸秆提升土壤 pH的主要原理是植物

所含的碱性物质对土壤酸的中和作用，特别是有机阴

离子与土壤溶液中质子的缔合及随后的脱羧基作用

和酚羟基的氧化分解等[61,64,81]。在酸性土壤中施入秸

秆，不仅促进了秸秆中养分的循环利用，而且使秸秆

中的碱性物质和盐基阳离子返还土壤，从而提升土壤

pH，增加土壤的盐基饱和度，改良土壤酸度[69]。秸

秆在腐解过程中，所含养分和有机阴离子会浓缩；另

外，秸秆在好氧腐解过程中还可以产生一定量的碳酸

盐[64]。因此，秸秆腐解产物对酸性土壤的改良效果

优于秸秆直接施用。 

秸秆的 C/N 影响其对土壤无机氮的同化作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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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秸秆 C/N 促进土壤微生物对无机氮的利用，即微

生物对硝酸根的同化量增加，这一过程可提升土壤 pH，

因为同化 1 mol 硝酸根可以消耗 1 mol 质子[82-83]。秸秆

对土壤无机氮的同化作用是施用秸秆改良土壤酸度

的另一个重要机制[81,84-85]。同时，秸秆对硝酸根的同

化还减少土壤中硝酸盐的淋失，减缓由此引起的土壤

盐基阳离子的加速淋失[81]。 

2.2  畜禽粪便等有机肥对土壤酸度的改良作用 

我国两千多年前就有在农业上施用有机粪肥的

记录[86]。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人们认识到化肥

能大幅度提高作物产量，逐渐减少了有机肥的施用。

然而，在资源贫乏地区，由于石灰等无机改良剂资源

缺乏，故有机改良剂的使用较为普遍。世界各国的畜

禽养殖业将粪肥的农业利用作为养殖业废弃物处理

的重要手段[86-87]。 

畜禽粪便一般作为有机肥施用于土壤，能有效提

高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肥力、土壤酶活性及改善

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群落结构，从而提高作物生产的

稳定性和可持续性[57,86,88-89]。研究表明，施用畜禽粪

便等有机肥能有效改良土壤酸度[57,90-92]。Cai 等[93]的

研究表明，与对照相比，施用猪粪使土壤 pH 提高

0.2 ~ 0.4 个单位，使玉米茎部生物量增加 4.7 倍 ~ 7.6

倍。施用猪粪后土壤交换性酸明显降低，尤其是交换

态铝。这表明施用猪粪能改良土壤酸度，有效促进作

物生长。Yi 等[94]的研究表明，施用鸡粪堆肥使茶园

土壤 pH 从 4.94 提高至 6.10，降低了茶园土壤酸度，

使茶叶产量提高。Hue[95]在温室条件下利用绿叶山蚂

蟥盆栽试验研究了鸡粪、污泥和石灰(Ca(OH)2)对强

酸性红壤的改良作用。结果表明，添加石灰和有机肥

均能明显提高酸性土壤 pH 并能有效降低酸性土壤的

铝毒害作用；5 g/kg 和 10 g/kg 鸡粪对红壤酸度的改

良效果分别相当于 3.4 和 6.7 cmol/kg 石灰的效果，2% 

的污泥相当于 6.5 cmol/kg 石灰的改良效果；与施用

石灰相比，有机肥还明显促进了绿叶山蚂蟥对钙的吸

收。这表明施用有机肥对土壤 pH 提升和植株生长促

进作用的综合效果大于污泥和石灰。 

另一方面，过量施用猪粪可能导致环境中磷过饱

和，对地表水产生负面影响。针对这一问题，Cai 等

人[93]建议将石灰、秸秆与猪粪配合施用。长期施用

化肥加速土壤酸化，将畜禽粪肥与化肥配施能有效改

善土壤性质，减缓土壤酸化[96-97]。27 年的长期定位

田间试验表明，化肥与猪粪配施能有效提升土壤 pH，

同时还提高了土壤中原核微生物的多样性[91]。中国农

科院祁阳红壤站 20 年长期定位田间试验结果表明，有

机肥与化肥配施能阻止土壤酸化和提高作物产量[90]。 

畜禽粪便中含有碱性物质，这些碱性物质主要以有

机阴离子的形式存在，与阳离子保持电荷平衡[93,98-99]；

且能够在土壤中缔合质子，从而使土壤 pH 升高。同

时，畜禽粪便等有机肥还能为土壤提供盐基阳离子，

提升土壤交换性盐基阳离子含量，降低土壤交换性

酸。这些有机物也能与酸性土壤中的活性铝结合形成

有机络合态铝，降低土壤溶液中毒性铝浓度，缓解铝

对植物的毒害，改善作物生长条件[93,100-101]。 

2.3  微生物胞外聚合物对土壤酸度的改良作用 

胞外聚合物(EPS)是指异养微生物在生长代谢过

程中产生的有机物质。EPS 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

物、蛋白质和核酸，其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占 EPS

的 75% ~ 90%，其在土壤中几乎无处不在[102-105]。 

Nkoh 等[105]研究了 EPS 对 5 种可变电荷土壤酸

度的影响。红外光谱的结果表明，EPS 中的磷酰基与

土壤中的铁铝氧化物形成了 Fe–O–P 和 Al–O–P 键，

这一过程中释放的 OH– 使土壤 pH 提高。这说明 EPS

表面的有机阴离子在土壤铁铝氧化物表面发生专性

吸附。土壤铁铝氧化物是专性吸附的主要吸附剂，铁

铝氧化物含量越高的土壤对 EPS 的吸附量越大[104]，

释放净 OH– 越多，使土壤 pH 升高的幅度越大[104-105]。

EPS 处理后土壤有机结合态铝和羟基铝的比例增加，

而交换性铝含量降低，说明 EPS 促进了土壤交换态

铝向有机结合态铝和羟基铝等非活性铝的转化，能够

达到改良土壤酸度的目的。 

大部分 EPS 都含有阴离子官能团(羧基、羟基和

巯基等)而带负电荷[106]。这些阴离子官能团与土壤溶

液中质子结合，降低土壤酸度[104-105,107-108]。EPS 中的

有机阴离子(如–COO–)与活性 Al3+ 形成有机铝络合

物，降低了土壤溶液中活性铝浓度，缓解铝毒害[105]。 

2.4  壳聚糖等其他有机物对土壤酸度的改良作用 

壳聚糖是一种天然的可生物降解多糖，可通过一

系列化学处理从渔业废物中获得[109]。制备壳聚糖的

工艺一般为：鱼鳞、虾蟹壳等经洗涤干燥、脱蛋白，

然后用 0.5 mol/L NaOH 处理生成几丁质，再用浓

NaOH 将几丁质去乙酰化[110-111]。壳聚糖在工业和农

业方面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112]。如作为添加剂应用于

食品、化妆品和制药等；在农业方面主要用于杀菌剂、

缓解植物体内重金属积累、缓解盐胁迫以及促进作物对

氮磷钾等大量元素的吸收，促进植物生长[113-116]。近年

来，壳聚糖也用于土壤酸度的改良[109,117]。Nkoh 等[109]

的研究表明，加入 4% 壳聚糖的 4 种酸性红壤培养

14 天后，土壤 pH 升高约 1 个单位，交换性酸含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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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降低。对培养后的土壤进行模拟酸化试验，结果

表明，相同的酸加入量下，加入壳聚糖处理的土壤交

换性铝含量和水溶性铝含量明显低于加入石灰的处

理。He 等人[117]利用壳聚糖富含的官能团对生物质炭

进行官能团扩增改性，然后将改性后的生物质炭施用

于水稻土中用于土壤酸度的改良，FTIR 和 Boehm 滴

定的结果表明壳聚糖和海藻酸钠的引入使生物质炭

的官能团增加，与未改性生物质炭相比，添加改性生

物质炭进一步提升了水稻土的酸缓冲性能。 

壳聚糖具有丰富的氨基(R–NH2)和羟基(–OH)官

能团，当壳聚糖施用于酸性土壤后，其所含氨基和羟

基会发生质子化而消耗质子，使土壤 pH 升高。阴离

子官能团与土壤中铁铝氧化物发生配位交换的专性

吸附会释放 OH–，也能提高土壤 pH 和酸缓冲性，有

机物与土壤中活性铝发生络合作用形成有机络合态

铝，降低土壤中活性 Al3+ 对作物的毒害作用。 

壳聚糖制备工艺简单，原材料易获取，且成本低。

Sapkota 等人[118]的报道表明，全球每年会产生 1 800 ~ 

3 000 万吨的鱼业废弃物，这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

威胁。若将这些废弃物用于壳聚糖的生产并将壳聚糖

应用于酸性土壤改良，则能有效缓解养鱼业产生的废

弃物对环境的危害，达到变废为宝的目的。 

3  有机物料对土壤酸化的阻控作用 

pHBC 是衡量土壤抗酸化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是决定土壤酸化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64]。土壤 pH 缓

冲反应包括碳酸盐和黏土矿物的溶解、质子与土壤交

换性盐基阳离子的交换反应、有机物中官能团的质子

化反应。pHBC 可以通过阳离子交换容量(CEC)、矿

物组成、有机质(OM)和黏粒含量来确定[62,119-120]。因

此，提高土壤 pHBC 能有效阻控土壤酸化。在 pH>6.8

时， pHBC 主要受碳酸盐的溶解作用控制；在

4.5<pH<7.5 范围内，主要受盐基阳离子的交换反应

影响；而当 pH<4.5 时，含铝化合物的溶解作用对土

壤 pHBC 有重要贡献[28]。在 4.0<pH<6.5 范围内，土

壤 pHBC 与土壤有机质含量有密切关系[120-121]。 

3.1  秸秆腐解产物对土壤酸化的阻控作用 

Pan 等人[64]利用花生、油菜、水稻和豌豆秸秆腐

解 150 天制备了秸秆腐解产物，施用于土壤进行 30

天培养试验，培养结束后测得土壤 pHBC 并进行模拟

酸化试验。结果表明，秸秆腐解产物施用于土壤不仅

提高了土壤 pH，还提高了土壤 pHBC，抑制了土壤

酸化；其中豌豆秸秆腐解产物的效果最好，其次是花

生秸秆腐解产物；秸秆腐解产物有机阴离子的质子化

是其提升土壤 pHBC 的主要机制。盆栽试验进一步验

证了上述 4 种秸秆腐解产物对红黏土和红砂土酸化

的阻控作用[65]，且施用秸秆腐解产物对红砂土 pHBC

的提升效果优于红黏土。 

农业废弃物经过堆肥形成的腐解产物含有大量

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以腐殖质为主，其含有丰富的

有机官能团[122-124]。当秸秆腐解产物的 pH 较高时，

官能团离解产生较多有机阴离子[125]。当有外源酸进

入土壤时，这些有机阴离子与质子缔合，从而提高了

土壤 pHBC。 

3.2  长期使用畜禽粪肥和提升土壤有机质对土壤

酸化的阻控作用 

为了量化施用化肥造成的土壤酸化速率以及由

此确定改良该酸化土壤所需的粪肥量，Cai 等人[126]

利用 18 年长期定位试验研究了不同施肥处理的土壤

酸度、酸化速率和 pHBC 变化。研究结果表明，长期

施用粪肥的土壤与对照相比，有机碳、交换性盐基含

量、pHBC、pH 明显提高，而土壤交换性铝含量、酸

化速率和石灰需要量明显降低。表明单施粪肥或化肥

与粪肥配施均能有效阻控土壤酸化，有助于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 

Shi 等人[57]研究了长期施用畜禽粪肥后土壤酸

度及土壤 pHBC 的变化，利用模拟酸化试验验证了提

升土壤有机质抑制土壤酸化的效果。结果表明，长期

施肥后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 pHBC 和土壤 CEC 的

大小顺序为：单施畜禽粪肥>畜禽粪肥与化肥配施>

单施化肥。这说明长期施用畜禽粪肥主要通过提高土

壤有机质含量和 CEC 提升土壤 pHBC，有机质中有

机阴离子的质子化是其提升土壤 pHBC 的主要机制。

模拟酸化试验结果表明，当添加相同量的外源酸时长

期单施畜禽粪肥处理 pH 下降幅度最小，其次是畜禽

粪肥与化肥配施处理，单施化肥处理土壤 pH 下降幅

度最大。这些结果进一步证实长期施用畜禽粪肥对土

壤酸化的阻控作用。作者近期的研究[23]也表明，在

恒 pH 条件下，同种类型的土壤其酸中和能力主要取

决于土壤有机质含量。当用恒 pH 自动电位滴定仪将

两种红壤 pH 降低至相同值时，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

其酸消耗量也多。这说明，土壤有机质在该条件下对

土壤酸缓冲能力有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当用双氧水

去除红壤中部分有机质后进行类似的试验，结果表

明，部分去除有机质后，土壤酸消耗量明显降低。这

说明部分去除有机质后土壤酸缓冲性能降低，即土壤

有机质对土壤酸化有阻控作用。 

Nelson 和 Su[120]的研究发现，随着土壤深度的增



第 3 期 李科伟等：碳循环在土壤酸化与调控中的作用 491 

 

http://soils.issas.ac.cn 

加，土壤 pHBC 逐渐降低，这也表明，随着土壤有机

质含量的降低，土壤 pHBC 降低。目前学者普遍认为

土壤有机质中含有的羧基、酚羟基等弱酸性官能团离

解产生的有机阴离子通过质子化作用消耗质子，从而

提高了土壤 pHBC[57,62]。这是土壤有机质阻控土壤酸

化的主要机制(图 1)。 

 

图 1  施用有机肥提高土壤抗酸化能力的机制 
Fig. 1  Mechanisms for organ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 to improve soil 

resistance to acidification 

 
3.3  C/N 耦合抑制铵态氮硝化引起的土壤酸化 

由于铵态氮肥过量施用，土壤中残留的多余铵态

氮会迅速发生硝化作用而产生大量质子使土壤迅速

酸化。因此除了合理施用铵态氮肥外，如果能控制残

余铵态氮的硝化作用，则也能有效控制因过量施肥导

致的农田土壤酸化。 

最近，Guan 等人[127]的研究表明，向土壤中添加

易分解的有机碳，能有效促进微生物对碳的矿化作用

和对铵态氮的同化作用，从而抑制因铵态氮肥的硝化

作用引起的土壤酸化。 

4  有机物对土壤铝活化的抑制作用 

4.1  外源施用有机肥对土壤铝活化的抑制作用 

在酸性土壤上施用有机肥不仅能通过提高土壤

的酸缓冲容量来阻控土壤酸化，还能通过抑制土壤铝

的活化来降低酸性土壤中铝的毒害作用。早在 1995

年，Wong 等[128]就发现施用农家肥可以改良布隆迪酸

性砖红壤，缓解土壤铝毒害，提高玉米和大豆产量。

这些有机物质改良土壤酸度的机制是有机阴离子的

专性吸附和随后羟基的释放[95]。长达 18 年的长期定

位试验结果表明，施肥 8 ~ 12 年后，施氮肥、氮磷肥、

氮磷钾肥处理的土壤 pH 从 5.7 分别下降至 4.2、4.5、

4.5 后趋于稳定[126]，3 种施肥处理均明显提高了土壤

交换性酸，降低了土壤交换性盐基并且加快了土壤的

酸化速率。与此相反，施用有机肥的土壤 pH 没有明

显变化且增加了土壤交换性盐基。这表明施用有机肥

能有效抑制因施化肥引起的土壤酸化，从而也抑制了

土壤酸化过程中铝的活化。最近的研究表明，猪粪有

机肥和石灰配施对改良土壤酸度和提高作物产量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93]。与单施石灰的处理相比，石灰

与猪粪配施进一步降低土壤交换性酸，从而降低了铝

对作物的毒害作用，提高了作物产量。 

外源施用有机肥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其中的

有机官能团阴离子对 H+ 有着很强的吸附作用，抑制

了土壤酸化过程中的氢铝转化过程，从而抑制了质子

与矿物表面的反应，抑制了铝的活化。 

4.2  壳聚糖等其他有机物对土壤铝活化的抑制作

用 

在酸性土壤中添加壳聚糖，不仅能提高土壤抗酸

化能力，也能抑制土壤酸化过程中铝的活化。Nkoh

等人[109]通过室内培养试验研究了壳聚糖对酸性土壤

铝活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土壤中加入壳聚糖培养

14 天后，与对照相比，壳聚糖的加入能有效降低土

壤交换性铝和水溶性铝等活性铝的含量。这是由于壳

聚糖含有丰富的–NH2 官能团来消耗更多的质子，抑

制土壤酸化过程中铝的活化。 

作者最近的研究[129]表明，利用硅氧烷改性土壤

中常见的层状硅酸盐矿物后，对酸化过程中矿物铝活

化也有抑制作用。其具体机理是，硅氧烷能与层状硅

酸盐矿物表面的羟基发生脱水缩合反应生成共价键

进而能嫁接到矿物表面，这阻止了 H+ 与矿物表面羟

基的反应，从而抑制了矿物固相铝的活化(图 2)。 

 

图 2  硅氧烷改性抑制蒙脱石酸化过程中固相铝活化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solid phase aluminum mobilization during acidification inhibition of montmorillonite modified with siloxane  

 

4.3  土壤有机质对土壤铝活化的抑制作用 

土壤有机质一般与层状硅酸盐矿物、铁/铝氧化

物紧密结合而形成有机–无机复合体，这使得土壤有

机质对酸化过程中矿物铝活化有重要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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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近的研究[130]表明，相同 pH 条件下，红

壤，黄棕壤和黑土中有机质含量较高的表层土壤交换

性铝含量低于有机质含量较低的表下层土壤。这进一

步证明了土壤酸化过程中有机质对铝活化的抑制作

用。Shi 等人[57]对长期施用有机肥的土壤进行模拟酸

化试验，发现长期施用有机肥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

量，能有效抑制土壤酸化过程中交换性铝和水溶性铝

的产生。 

对于农田耕地土壤，可以通过施用有机肥、秸秆

还田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进而减缓酸性土壤铝活

化及活性铝对作物的毒害作用。 

4.4  可溶性有机物对铝毒的缓解作用 

土壤酸化过程中，随着 pH 的降低，土壤中会逐

渐产生活性铝，尤其是在 pH 较低的条件下(pH<5.0)，

土壤溶液中存在大量活性铝。这些活性铝不仅会对植

物根系产生毒害作用，当其进入水体后，还会对水生

生物产生毒害作用。植物根系对铝的吸附作用是铝毒

害的机制之一[131]。吸附态铝通过减少细胞壁松弛导

致根细胞破裂，然后在亚细胞水平上通过对质膜、细

胞质和细胞核的不利作用减少根的生长[132]。尤其对

于铝敏感植物[133-134]，其根表一般带有较多负电荷，

吸附的 Al3+ 较多，受到铝毒害也越大。此外，铝对

植物的毒害作用大小取决于土壤溶液中铝的形态。土

壤溶液中铝一般以 Al3+、羟基铝、络合态铝等形态存

在[135]。其中，Al3+ 和单体羟基铝是毒性最强的形态，

而以络合态铝形态存在的铝毒性一般较小或没有

毒害[136]。 

土壤溶液中可溶性有机碳(DOC)通过与溶液中毒

性 Al3+ 形成络合物缓解铝对植物的毒害。Shi 等人[59]

在土壤悬液体系中研究了施用生物质炭对酸性土壤

玉米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施用石灰处理相比，

施用花生秸秆炭的土壤中玉米幼苗根系伸长增加

99%，玉米根尖伊文斯蓝吸收量和铝含量分别降低

60% 和 51%。这归因于花生秸秆炭处理的土壤酸化

过程中 pH 下降缓慢且花生秸秆炭释放的 DOC 与土

壤中活性 Al3+ 形成了 DOC-Al 络合物，大幅度降低

了铝的毒性。最近，Yu 等人[137]的研究也进一步证明

了酸性土壤中施用生物质炭因能将土壤中毒性较大

的单核铝转化为 DOC-Al 而有效缓解铝对玉米根系

的毒害作用。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较系统综述了土壤呼吸、根系分泌有机物、

土壤碳酸盐反应和有机质的累积和转化等碳循环过

程在土壤酸化中的作用，总结了畜禽粪便、壳聚糖

等有机物料对土壤酸化的阻控和对土壤酸度的改

良，阐明了土壤有机质等对土壤酸化过程中铝活化

的抑制作用及有机质缓解植物铝毒害的机制。基于

目前的研究现状与不足，未来应加强以下 3 个方面

的研究。 

1) 加强农业废弃物及其衍生产品在酸性土壤改

良中的应用研究，通过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阻控土壤

酸化和铝活化。虽然直接施用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

物对土壤酸度有一定的改良效果，但由于单位质量秸

秆等农业废弃物的碱含量较低，改良效率不高。通过

秸秆堆腐可以实现秸秆中有效成分的浓缩和减量化，

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提升秸秆腐解过程中碳酸盐的

生成量，可以制备高效有机–无机复合酸性土壤改良

剂。如何提升秸秆腐解产物中碳酸盐的含量是下一步

需要重点研究的方向。长期施用有机肥或有机肥与化

肥配施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有效阻控土壤酸化。

然而，目前施用于土壤中的有机肥转化为土壤有机

质的效率较低，尤其是结构稳定的有机质。因此，

如何快速、高效提升土壤稳定态有机质含量，从而

减缓土壤酸化和铝活化，也是未来需要重点加强的

研究方向。 

2) 加强土壤中黏土矿物和氧化物与土壤有机质

相互作用的研究，通过提高土壤有机碳的稳定性，增

强有机碳对土壤酸化和铝活化阻控作用的持续性。热

带和亚热带酸性土壤地区，土壤有机质易分解，不易

积累。但土壤有机质与铁铝氧化物形成复合物后其稳

定性会增强，土壤有机质与层状硅酸盐矿物和铁铝氧

化物形成多元复合物后，不仅可以提升土壤有机质的

稳定性，而且能有效抑制土壤层状硅酸盐矿物中铝的

活化。但如何在田间条件下促进土壤有机质与层状硅

酸盐矿物和铁铝氧化物的结合以形成稳定的多元复

合体，还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3) 加强土壤 C/N 耦合研究，通过优化外源施用

的有机物料与化学氮肥的配比来降低土壤中氮肥的

硝化作用，减缓土壤酸化速率。通过外源添加易分解

的碳源，可以促进微生物对无机氮的利用，将土壤中

无机氮同化为微生物生物量氮，进而减少无机氮的硝

化作用，降低 H+ 的产生量，抑制土壤酸化。然而外

源施加的有机物料与氮肥的具体配比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尤其对于弱酸性和中性土壤。需要满足作物对

氮肥需求的同时，多余的氮肥能通过外源施加的碳源

转化为微生物生物量氮，从而避免因硝化反应引起的

土壤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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